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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
演变与建构

———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

潘　洵，高　佳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
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
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
乎湮灭不闻。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
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
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
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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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而轰炸、尤其是无差别轰炸更是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漠视，对人道主
义和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规的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彼此都进行了一
系列的轰炸，既有日本、德国等国为扩大侵略战争对中、英等国的轰炸，也有英国、美国等国为制止
侵略战争对德、日等国的轰炸。这些轰炸给被轰炸国尤其是无辜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持久的
伤痛①。然而，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由于没有区分轰炸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实际
上采取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对轰炸暴行并未予以起诉和追究，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对轰炸
性质的不同认识，从而导致不同各方对轰炸记忆的不同建构。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②。侵华日军对中国的无差别轰
炸，开始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对锦州的轰炸。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即开始对中国城乡滥施轰炸。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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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轰炸的必要性及人道主义的讨论一直存在着重大分歧。即使是为制止战争而进行的正义的轰炸，也给人类造成巨

大的灾难。如：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５年４月，在对德轰炸的五年期间，英美联合进行了４４．４万次轰炸，出动轰炸机１４４万余架次，歼击机

２６８万架次，投弹２７０万吨，德国人被炸死炸伤１００余万人，无家可归者７５０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难以磨灭的空中浩劫。参见李峰，

《大空战———２０世纪最著名的八次重大战略空袭》，《军事历史》，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西方学界多以１９３７年４月德军对西班牙格尔尼卡的轰炸为世界无差别轰炸之始。而事实上，早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日军就在

侵略中国东北时对锦州实施了无差别轰炸。１９３２年初又对中国大城市上海进行了无差别轰炸。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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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统计，仅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军的轰炸即遍及中国１６个省的２７５个城市及交通线
路①，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损失惨重。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
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据最新研究表明，在中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当时的中国行政
区中，除吉林、新疆、西藏外，其他所有的省份均遭受过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被炸城镇超过１　０００个②。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同样血
腥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
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
新纪录［１］３２９。在战时，由于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
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而在战
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本文拟从记忆史学的视
角，探讨和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的“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以期深化对“战争
记忆”建构的认识。

一、战时对轰炸的记录与书写

“离开了历史，社会记忆将成为空洞皴裂的僵硬躯壳。”［２］１１８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个人记忆，都
是以历史的记录和体验为基础的。档案、文献等原始历史记录与书写，既是对历史事件的最初记忆
和建构，又是进一步建构历史记忆的基础和前提。在“重庆大轰炸”发生的同时，无论是受害方的中
国、加害方的日本，还是关联方的国际组织及英、美、苏等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文件、

图书、报刊、档案等纸质的文献，还是影像、设施等非纸质的记录，都有数量庞大的关于重庆大轰炸
的书写，留下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最早也是最直观的记忆。

（一）轰炸受害方的记录与书写
对于日军在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当时的中国官方机构、新闻媒体、社会成员等用其自有的

方式记录并书写了这段沉重的历史。虽然官方与民间、集体与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作为受
害方的记录与书写，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１．对日军轰炸及损害情况的记录　这方面的记录以官方档案最为详尽，其中既有航空委员
会、军事委员会、内政部有关重庆大轰炸及损害情况的记载，又有重庆地方主管部门的调查统计，如
重庆市警察局组织的灾况调查报告，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后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等）

关于被炸伤亡和救济工作以及被炸死亡人口殓埋的调查，更有直接主管防空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和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制作的调查历次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表，防空司令部的调查包括“敌机经过
路线、空袭次数、被炸弹区次数、警报时间、敌机架数、投弹地点、投弹种类枚数、人口伤亡、建筑物损
毁”等１０余个项目。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包括“空袭经过情形、投弹时间、投弹种类、投弹数目、炸
毁焚塌建筑物数目、伤亡人数”等。这些都是日军轰炸重庆及其损害最权威也最完整的调查记录。

其他如新闻媒体、时人日记等也有系统的书写。

２．对日军轰炸暴行惨状和灾难的报道　当时全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重庆的新闻媒体，对日
军历次轰炸暴行的惨状和灾难均有报道和评论。如对１９３９年“五三”“五四”轰炸，《新华日报》发表
特写《这是青天白日下兽性的屠杀》［３］，《群众》周刊描述了日机轰炸后的惨状，“多少同胞血肉横飞，

多少房舍化为灰烬，山城里弥温（漫）了浓烟、火焰，疯狂的侵略者又造成了一笔血债！”［４］７９９－８００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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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江西统计月刊》，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３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７月号，第６０－６１页。山东省数原

表记１２，应为２０，径改。然表中地名于省区之分布似有不确者，如“山东”栏内之巢县、鄂城，“湖南”栏中之奉化，“湖北”栏内之濮阳等，唯

原表如此，或为当时制表者所误，仍留之以存其原。

根据航空委员会防空监部编印《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成城出版社承印）民国二十八年度、民国二十九年度、民国三十年度、

民国三十一年度、民国三十二年度至三十四年度统计。



批文化名人纷纷撰文，记录下日机轰炸的惨绝人寰和触目惊心，如老舍《五四之夜》：“这红光几乎要
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冲天的火光所反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
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５］郭沫若的《惨目吟》：“五三与五四，寇机
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间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
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６］４１７同时还特别关注并记录了日军对文化机构和外
国使领馆等的轰炸，揭露日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它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
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７］。“苏联大使馆亦
被投弹多枚，炸毁房屋数间，汽车两辆，高悬该使馆房顶之苏联国旗，亦被炸破碎。德国海通社并中
燃烧弹，全部焚毁。法国哈瓦斯社门口亦中弹，房屋震坏……苏联塔斯社中国总社门首落弹多枚，

该社房屋全部震毁。”［８］这些记录揭露了日军无差别轰炸和反人类的罪恶。

３．对日军轰炸下市民艰难与困窘生活的书写　时人日记中大量记录了日机轰炸给一般市民
乃至公教人员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带来的困苦狼狈。陈克文在日记中写到：“前后历七小时多的
长时间。许多人还（没）有食晚饭，这种防空洞的生活真是苦极了。”［９］５６７“天气酷热，大部分防空洞，

人多洞狭，挤拥不堪，空气恶劣，时间又长，苦处更不易说。”［９］５８８唐纵在日记中写到：“今日敌机三次
均炸化龙桥附近。连日空袭，水电均被炸毁。夏天没有水用，困难甚多。现在请人挑水，一元五角一
担，许多人不能用水洗澡了。”［１０］１３７王子壮日记则记录下“城内经迭次轰炸，水电俱无，用江水一担，有
售至十余元者，房屋之摧毁殆尽，而物价则飞涨，真战时恐怖之景象也”［１１］２２５。这样的记录不胜枚举。

４．对中国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书写　大量文献记录了日军轰炸下重庆人民的英勇不屈。无论
是“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
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的民
谣，还是如“我空军昨晨痛惩敌机”对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英勇抗击来犯日机的报道。无论是
对“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１２］１００２的讴歌，还是“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
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
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的评论［１３］。

除了文字的书写，还有１９４０年防空节的设立及每年的纪念活动，为纪念一次死伤５　０００人［１４］

以１９３９年“五四”轰炸而命名的城市中心道路的“五四路”，全市修建的最多时候能够容纳超过４２
万人的防空洞，满目疮痍的城市道路和建筑废墟，以及埋葬轰炸死难者的墓地，都是对日本侵略者
血腥暴行的记录。

（二）轰炸加害方的记录与书写
加害方日本的战时轰炸记录和书写也是种类繁多、数量可观。既有官方机构的航空作战部署

和指示、命令，也有各作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概报；既有与相关国家交涉的外交文书，也有大量新闻媒
体的报道宣传。其记录和书写的主题涉及除轰炸后重庆的政治生活、人民生活、重庆防空等外，重
点关注如下：

１．对轰炸战略和轰炸进程及战果的记录　以天皇名义下达的“大陆命第２４１号”、大本营的
“大陆指第３４５号”、《陆海军中央关于航空的协定》、以及陆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概报等，完整记
录了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战术，轰炸的实施及其战果。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大量报道轰炸的进程，也
经常发表“空袭公表”，对轰炸的成果进行整理发布。

２．新闻媒体大量夸张性的战果报道　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对重庆大
轰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报道①。《读卖新闻》对重庆的大轰炸有着具体的报道范式。“（时间）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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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读卖新闻》报道重庆大轰炸达４３５篇。《朝日新闻》报道重庆大轰炸达２８３篇。通过《读卖新闻》的数据库“ヨミダス歴史館”

和，《朝日新闻》的数据库“聞蔵ＩＩビジュアル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输入关键词“重慶爆撃”，时间段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检索。



鹫或海鹫某某小队从某某基地出发，勇敢地冒着敌人防空炮火，实施投弹，完美命中目标后（效果）

悠悠（无事）返回基地。”反复使用“悠悠”一词形容日机不慌不忙返回基地的场景，如“中国军队地上
的炮火像上次一样没有威力，在完全使重庆停止呼吸后我荒鹫的身影悠悠的在夜空中消失”［１５］。
“在重庆城内西部如雨般投下巨弹，确认燃起冲天的火焰之后悠悠返回基地。”［１６］大肆宣传轰炸效
果，从新闻标题便可见一斑，如“重庆再遭空袭，荒鹫两次空袭，敌都成死城”［１７］，“重庆已是废
墟”［１８］，“重庆临死前的死相，在我海鹫翼下屈服”［１９］等，同时也不断报道在轰炸打击下国民政府即
将迁都，迁都地点先后出现过成都［２０］、兰州［２１］甚至是西昌和天水。［２２］甚至还造谣国民政府要人和
南方局领导人因为空袭而受重伤和死亡。据不完全统计，被造谣因为重庆大轰炸而受重伤乃至死
亡的要人有居正、周恩来［２３］、冯玉祥、陈布雷［２４］、于右任［２５］等。

３．鲜明的加害方立场　日方文献强调日机的轰炸目标是重要军事设施。突出发动的战争具
有正当化的倾向，实际上是对日本国民的“洗脑作战”［２６］５８。在《读卖新闻》的报道里可以看出这一
倾向，该报竭尽全力地讴歌轰炸部队的战功、强调重庆的军事部署、哀悼自杀性攻击的军机将士的
勇猛、赞颂轰炸机驾驶将士的无畏。在报道中，突出轰炸均为军事目标，刻意夸大中方防空力量，甚
至歪曲对第三国利益的轰炸①，强化其正当的战争行为，误导日本民众对轰炸性质的判断和认知。

４．轰炸关联方权益损失的交涉记录　日方文献记载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时，一再宣称其轰炸目
标为军事设施，强调“不能伤害第三国的权益”，一旦击中外国目标，就视为“误炸”。辩解“（美方）屡
屡不明确标识其第三国利益，也存在过于接近中方军队、军事机关、军事设施等行为……有鉴于此，

轰炸运动中发生偏弹是不可避免的”［２７］２０８０。并要求美方完备第三国权益标识、提供载有美国权益
位置的地图并不靠近中方军事设施和军队。外务省最后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４日下午由有田外相以公
文的形式向英法美德苏等国正式发出通告，要求第三国退避到扬子江南岸的安全区域内，在此区域
外第三国国家权益受损的话，帝国政府概不负责［２８］。

（三）轰炸关联方各国的记录与书写
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和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支持。无论是在重

庆的官方机构和外交人员，还是在重庆的新闻记者、传教士等，都纷纷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
实况，特别是轰炸对各国权益的损害，更直接引发外交交涉。因此，在轰炸关联方的西方各国的外
交文书、新闻报道、图片影像、纪实作品、私人日记书信等中，同样留下了大量的有关重庆大轰炸的
记录和书写。

１．真实记录和报道了轰炸实况及其影响　各国驻华使领馆不断发回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
报告，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基督
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苏联的《消息报》等各国设在重庆的新闻机构不断
地把日机狂炸重庆和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消息传达到世界各地。美国的西奥多·怀特、白修德、

贾安娜、埃德加·斯诺、海明威等，英国的詹姆斯·贝特兰、韩素音等记者、作家，向本国发回了大量
重庆大轰炸的通讯和报道，唤起了美英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和关怀。美国《纽约时报》

还号召读者前往电影院观看重庆被炸实况，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宣传大轰炸下的不
屈精神，“实际上，重庆并不象我们意想中那样恐慌……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
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
了”［２９］１２５。此外，还有大量的图片影像报道，包括获得奥斯卡特别奖的纪录片《Ｋｕｋａｎ》等。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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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读卖新闻》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０日报道认为，敌人的卑劣之处在于将有五十余座高射炮、高射机关枪阵地部署在外国领事馆区

域，为了反击不得不伤及第三国利益，为此中方负有全部责任。「我空襲部隊の現認した重慶防空陣地」、『読売新聞』第二夕刊、１９３９年５

月１０日、１頁。日本陆军部则辩解此种所谓的误炸，“当然是因为最近敌人的空射机枪有所加强；或是因为敌人阴谋制造日本与其他国

家的分歧，特别是与美国；或是因为中国军队有意利用外国人的财产或有意在外国人财产邻近设防。”参见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１９３１－１９４１）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６页。



各大媒体的报道，不仅记录了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空中屠杀，更将目光投向了重庆社会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为我们展示出灾难中重庆城市的多元图景。

２．特别关注各国在重庆的权益损害　随着轰炸规模的扩大，美、英各国在重庆的利益受损情

况日趋严重。尤其是１９４１年６月，美国在安全区中的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炸弹碎片击

中美国军舰“图图拉”号，英国大使馆也被轰炸。无论是外交文书，还是新闻报道，都有日军在重庆

大轰炸中损害各国权益的大量记录和报道。

３．强烈谴责日军轰炸平民的暴行　从外交文书中可见，由于从１９３９年起，美、英等国使领馆

和外侨财产就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美国通过外交途径除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其在华权益外，还

多次表达了对日本连续轰炸重庆的谴责［３０］，强烈谴责日军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残暴地轰炸平民的

行为，指出“日军之空袭造成之破坏几乎全部是对平民之生命及财产”。“在全部这些轰炸中，都是

滥炸的，是不分黑白乱投炸弹的，其一定是意图恐吓没有武器的重庆市居民的”，强调“美国政府不

能接受整个重庆市是空袭的合法目标的说法”［３１］２７３、２８７、３０４。美英各国方面也多次正式向日本方面提

交抗议书，抗议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首都重庆，致使在中国的本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美国国

务卿赫尔向记者表示，日本果欲与美国增进邦交，则其狂炸重庆，显属走错路径，“此种暴行，无论在

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３２］。

二、战后冷战时期“轰炸记忆”的遮蔽

葛兆光先生在论述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时曾指出：过去的历史本身并不彰显，因为它已经消失

在时间中，而由书籍、文物、遗迹构筑的历史，却总是被当下的心情、思路和眼光暗中支配着，把一部

分事情、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识和思想的历史从记忆中翻出来［３３］９７－９８。就历史记

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而言，距离历史最近的年代应该是历史记忆沉淀、固化的最佳时间节点，战争

记忆的重构、形塑更是如此。重庆大轰炸的加害者、受害者、亲历者群体的真实战争体验，是重庆大

轰炸战争记忆构成的基本要素。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局势的

变化而失去了沉淀、固化历史记忆的最佳时机。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庆大轰炸几乎湮灭不闻，不仅未被西方二战史或军事史所提及①，

在中国和日本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公共记忆。关于战后冷战时期重庆大轰炸记忆的丧失，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各国原因也不尽相同，但综合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东京审判和战后冷战格局的影响

在战时，无论是受害方中国，还是关联方美、英、苏各国，对日军轰炸重庆无一例外地予以强烈

的谴责，一再强调其无差别轰炸残暴屠杀平民的性质。早在１９３１年日军轰炸锦州后，特别是在日

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就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反复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虽然也通过了谴

责日本飞机滥行轰炸中国平民决议案，并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

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３４］５０６。但随着欧战的爆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０日，英、美、澳、比、加、中、希腊等１８个同盟国代表在伦敦成立同盟国调查战争

罪行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４４年２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了“敌人

罪行调查委员会”，开始为战后惩处战犯开展罪行调查。在调查的罪行项目中，即有无差别轰炸。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７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司法行政部提出要求，鉴于轰炸不设防地区给民众造成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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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波编著的《世界大轰炸》（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一书中提及的二战时期的大轰炸有不列颠大轰炸、偷袭珍珠港、空袭菲

律宾群岛、轰炸东京、轰炸汉堡、轰炸柏林、轰炸德累斯顿、轰炸广岛、长崎等。而李峰在《大空战———２０世纪最著名的八次重大战略空

袭》（《军事历史》，１９９９年第４期）一文中认识２０世纪的八大轰炸中，发生在二战的有三次，即不列颠之战、英美对德国的轰炸和美国对

日本的轰炸。



大生命财产损失，是日军重要战争犯罪之一，应当迅速进行调查，尽快提交给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
之远东小组委员会［３５］２５８。而远东小组委员会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两次会议上，对如何追究无
差别轰炸战争犯罪进行讨论，并在形成问询后提交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①。但在同盟国调
查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回复中，一方面指出“有意识轰炸不设防城市”属于战争犯罪，适用于中日战
争，同时也强调就欧洲的状况来看，大范围的轰炸是交战双方都使用的战争手段，德军的无差别轰
炸没有成为纽伦堡审判的起诉要件。这表明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实际上对追究无差别轰炸
持消极态度［３８］２６０。

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京审判没有将轰炸重庆等地无辜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暴行纳入日军的战争
犯罪。不仅没有在法庭上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犯罪进行起诉和审判，也没有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罪
行进行详细调查。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导致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残暴的非人道轰炸罪行没有得到
任何的追究和清算，混淆了日军对中国的轰炸与盟军对日本轰炸的不同性质，更模糊和扰乱了人们
对日军无差别轰炸性质的认识。

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开
始了争夺与较量，冷战局面形成。为适应冷战的需要，美国很快就改变了其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
的民主化改革，转而扶植日本成为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致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战争犯罪
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

因此，战后的日本，把战时日军轰炸的有限记忆几乎都限定在军事史和战争史的范畴。日本方面
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视角对日本航空进攻作战等资料进行了整理，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８０年间编纂出版了
共１０２卷的《战史丛书》，其中涉及重庆大轰炸的包括《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

等。也有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著作。美英等西方国家除极少数经历者撰写回忆录
外，几乎没有对重庆大轰炸的关注，在长达近４０年的时间里，重庆大轰炸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视野。

（二）中国政局变动与轰炸记忆的沉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由和谈而至战争，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局发

生了巨大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政权败退
台湾。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遏制与封锁，迅速完成了民主革
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
会的转变，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探索有成功，但也有失误，特别是从１９５７年
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不断，甚至产生严重的内乱。国共内战中形成的解放
者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尖锐对立以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在
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抗日战争时期苦难悲惨的战争记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对抗战历史
记忆的沉淀和重构。抗日战争研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历史学和有关的其他学科中，是相当
沉寂和偏枯的”［３６］。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从某种意义讲也处于从属国家
政治需要的沉寂的状态之中。

在战后初期，重庆地方政府建立“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以纪念在大轰炸中牺牲的消防
人员，这是建构重庆大轰炸记忆的最初尝试。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９日，“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在
中央公园（现为人民公园）内落成，并建有纪念碑记②。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为巩固其统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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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形成三点问询，一是构成有意识轰炸不设防城市的条件是什么，举证责任在谁；二是构成不设防地区的条件是什么，为确定不

设防的事实需要什么样的证据；三是在欧洲的同样事例中，伦敦的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采取了什么样的手续。参见林博史编：

《連合国对日戰争犯罪政策資料第１期連合国戰争犯罪委員会》，第１２卷，東京：現代史料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６頁。

《建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记》：“惟自七七事变后，政府西迁，命名陪都，绾谷西南，倭寇肆虐，轰炸频仍，全市计遭空袭九

十六次，火场达二百九十六处，当时消防人员本服务精神奋不顾身，不□宵旰，竭力抢救，或被弹炸死，或塌屋伤亡，罹难长员计八十一员

名，与前方抗战将士壮烈牺性者无或稍殊，其功甚伟，勒诸于石，以志不朽。”



位，曾一度宣扬所谓的“重庆精神”，重庆大轰炸一度成为台湾民众的公共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在中苏“蜜月”时期的１９５９年，曾将抗战时期在保卫重庆领空中牺牲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军官
卡特洛夫上校和斯托尔夫上校迁葬于鹅岭公园，并在１９６２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那段特殊
的时期，这些信息也间接地传递着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但总体而言，在重庆大轰炸结束以后的４０余年间，几乎没有将重庆大轰炸的资源视为有价值
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历史文化资源的保
护、发掘和利用，即使到了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抗战历史遗留问题浮出水面，重庆大轰炸
仍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三）日本“轰炸记忆”的冲突与断裂
日本具有轰炸“加害方”与“受害方”的双重身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发

动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对重庆等中国城乡的无差别轰炸，是日军扩大对
华侵略的一项重要战略行动。侵华日军持续不间断地实施轰炸，以制造“恐怖”，挫伤抗战意志为目
的；以城市为轰炸目标，对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进行狂轰滥炸，直指人口稠密
和繁华地区；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每次轰炸均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对城市平民
和设施进行了大屠杀和大破坏，制造了为全世界所瞩目和谴责的恐怖行径。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
大轰炸开启了通向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乃至于后来的战略轰炸的道路，给人类和
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同时，在战争的后期，美国为加速战争进程，迫使日本投降，实施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以及
原子弹的投掷，使日本也蒙受了轰炸的打击。１９４５年３月９日夜，３００架美军Ｂ－２９战略轰炸机轰
炸东京，造成了８万余人死亡，１５０万人无家可归。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
子弹，两颗原子弹在瞬间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到１９５０年，致死人数超过了３０万。

历史记忆往往排斥那些对民族所犯恶行的记忆，或者是将这些恶行无辜化。加害者为了摆脱
罪责往往否认加害历史的存在，在自身的记忆中有意识地加以遗忘。战后日本的“轰炸记忆”就是
典型的代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日本都有意遗忘对其他国家的加害历史，而不断强化
其战争受害的经历。在日本历史博物馆中，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情况，但几乎没有展示过
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

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特别是广岛、长
崎原子弹爆炸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战争记忆和认知的角色：一方面，它
是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出现的，日本成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掩盖战
争真相、庇护日本摆脱罪责感的“合理外套”。形成了日本社会浓厚的战争受害者意识。

因此，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日本，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两种角色意识的冲突和分裂中，从集体记
忆和民族记忆的角度而言，已完全没有了“重庆大轰炸”的记忆，只留下作为受害者的“轰炸记忆”。

三、新时期“无差别轰炸记忆”的唤醒与重构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伴随着重庆大轰炸研
究的兴起，“重庆大轰炸记忆”得以重新唤醒和重构。

（一）“轰炸记忆”唤醒与重构的时代背景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与重构，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冷战时期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局部热战时有
发生，城市轰炸仍在继续，战争悲剧需要反思。二是中日关系的变化。８０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修
改教科书、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及其内阁大臣“失言”等一系列事件是中日关系由“友
好”到“冰冷”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下，追究日军侵华暴行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被提出。对于中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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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留问题的历史记忆更加突显。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时代的潮流，不
仅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抗日战争及其遗留
问题的研究。

除此之外，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昨天，特
别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转折时期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更加关注，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历的
苦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牛津大学拉纳·米特
（Ｒａｎａａ　Ｍｉｔｔｅｒ）教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ｌｌｙ：Ｃｈｉｎ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该书在第三部分“孤军奋战”中还专章介绍了惨无人道的重庆大轰炸。
（二）中国“轰炸记忆”的重建
战后国内最早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开始于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前夕的１９８４年，经中宣部批

准，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历史系承担了这项任务，并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重庆大轰炸》一
书［３７］。此后，重庆大轰炸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西南师范大学还于１９９８年成立了重庆大轰
炸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年，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向重庆市政协提交《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我市两个文明建
设服务》提案，随后又向全国政协提交《建立重庆大轰炸纪念馆》提案，引起地方和中央媒体的高度
关注，特别是当年暑期，在全重庆市开展的“重回烽火岁月，山城青少年在行动”寻访活动，受到中央
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尘封了多年的重庆
大轰炸记忆开始被唤醒并走向公众。此后，西南师范大学又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大范围寻访
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组织了“重庆大轰炸难友会”。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首先得力于学术研究的开展。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重庆大
轰炸的学术研究持续推进，先后出版了徐朝鉴、王孝询主编的《重庆大轰炸》、罗泰祺主编的《重庆大
轰炸纪实》、曾小勇等著的《１９３８－１９４３：重庆大轰炸》、李金荣主编的《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潘洵
等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以及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

为大轰炸记忆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史实和学理基础。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有学者通过对《重庆日报》《新
华网》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重庆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分析认为，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以“受害者”作
为主导性话语叙事，再现“重庆大轰炸”这一创伤性事件。新闻文本通过叙事者、标题与词语等选用
强调施害与受害关系，凸显罪行见证的话语策略，建构重庆大轰炸的意义；通过对纪念日和遗址纪
念仪式报道的常规化，对死难者数据和亲历者对日军暴行的口述的有机结合，引导公众对历史事件
的认知和理解，实现对创伤记忆的重构［３８］。一方面，将其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国耻”，通过整合“创
伤记忆”的悲愤之情与“振兴中华”的精神资源，以一种共同的根基情感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另一
方面，将这一历史事件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超越地方性、民族性而叠加以全人类普适性意义，塑
造国际认同。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影视与文艺作品的诠释。无论是《重庆之眼》《重庆！

重庆！》等长篇小说，还是《抗战影像志之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不屈之城》《大后方》《记忆之
城》等影视作品，以及轰炸亲历者、受害者的口述回忆，都通过文学形式的创伤叙事，特别是拍摄于
战争时期曾获奥斯卡奖的记录重庆大轰炸的纪录片《苦干》的引进，真实记录了日军实施“空中屠
杀”那段难以忘怀的灾难岁月，描写长期被日军轰炸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及情感状态，并将这种创作
体验传达给广大受众，从而形成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认同与集体记忆。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轰炸受害者民间诉讼的追问。从２００４年开始，重庆
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民间索赔。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首次提起诉讼开始，经
历了东京地方法院先后共３１次的法庭陈述与辩论，到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一审判决败诉。随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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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大轰炸对日索赔案原告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１０余年的漫长诉讼，受害者的苦难记
忆，索赔诉讼的艰辛历程，从罪行揭露到法律维权，一次又一次唤醒和建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政府对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历史遗址
的保护，既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延续历史记忆的有效途径。１９８７年７月，重庆市政府在１９４１
年６月５日发生大轰炸窒息惨案的原址上建成“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将
磁器街洞口“六五隧道惨案遗址”确定为直辖后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小小的防空隧道出
入口，成为重庆维持重庆大轰炸记忆的为数不多的遗存。从１９９５年开始，重庆举办了重庆大轰炸
文物资料展，２００５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设了重庆大轰炸半景画，并在基本陈列“抗战岁月”部
分常年展出重庆大轰炸的历史。１９９８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在每年的６月５日“重庆大轰炸纪念
日”，在全市试鸣放防空警报。无论是每年如泣的防空警报，还是狭窄简陋的轰炸遗址，以及重庆大
轰炸的展览，都时刻提醒人们要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三）日本民间力量客观记忆的努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本的一批良心派学者和法律、媒体人士开始在日本重建重庆大轰炸的
记忆。最初把重庆大轰炸作为“不为人所知的现代史的断面”，并以“重庆抗战的悲惨”为主题所报
告的是广岛大学小林文男教授［３９］。与此同时，军事评论家、东京国际大学前田哲男教授撰写的《战
略轰炸的思想》则系统建构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通过两次到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实地采
访和查阅资料，他撰写了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无差别轰炸的研究报告，并于１９８７年在朝日新闻
社社刊《朝日杂志》周刊共分５０回连载，１９８８年结集出版单行本。此后又多次到重庆访问与查找
资料，于１９９７年在东京社会思想社出版增补本。该书认为，重庆大轰炸是“以城市为对象，非人道
的残忍的攻击意图”“屠杀者和被屠杀者目光并不对峙、是一种机械的、无知觉的战争”“为实现‘空
中恐怖’，在战术上使用了２０世纪的新技术———轰炸机、燃烧弹”［４０］２。伊香俊哉教授在《战争的记
忆—日中两国的共鸣与争执》一书中，专门研究了从战略轰炸到原子弹和战斗详报记述的重庆轰
炸，用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论证了攻击重庆时使用的无差别轰炸战略，揭示了扩大的“军事目
标主义的虚妄”［３８］。２０１６年３月，岩波书店出版了潘洵的《重庆大轰炸研究》，该书“遵循‘自地面回
看’得来的记录与考证，从被害者民众的视角出发凝视这场‘空中的侵略战争’，它的出现也为‘加害
者的空袭观’带来振聋发聩的发问”［４１］。这些著作因与战时的“大本营发表”意识倾向不同，由此传
达了都市无差别轰炸的实态，给予日本社会一定的反响和冲击。

使重庆大轰炸被日本社会广为人知的事件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２００６年向东京地方
法院提起的“重庆诉讼”。在诉讼的１０余年中，日本的有志者组成了“重庆轰炸受害者连协会”，并
对诉讼予以支持，每次开庭时都有近１００人到场旁听，赴日的受害者与东京空袭的受害者开展交
流。这些事件的报道逐渐向日本社会传达了重庆大轰炸的事实。《东京新闻》等媒体还将重庆大轰
炸与东京大轰炸联系起来进行报道，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连协会连续召开了４０余次学习会，支持“重
庆诉讼”的法律和研究人员每两月举办一次“空中轰炸研究会”，多次举办“你知道重庆大轰炸吗？”

的重庆大轰炸图片展览，通过多种渠道，介绍重庆大轰炸的历史，重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和２８日，日本电视台首播和重播了该台制作的反映重庆大轰炸真相的纪录
片《战争的开始———重庆大轰炸招致了什么》①，尽管也遭到不少右翼势力的攻击，但非常多的观众
反映“完全不知道重庆大轰炸这回事，虽然是让日本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内容，但是非常重要”，这
也是日本的电视台首次制作并播出重庆大轰炸真相的节目。８月１２日，日本最大电视台ＮＨＫ播
出的《本土空袭全记录》，提到了日本遭受空袭的原因：日本从１９３８年开始对中国各地尤其是重庆
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遭受的轰炸就达２００余次，至少造成１万多无辜平民死亡；日军偷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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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造成美军２　０００余人死亡。这在以往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常见。

四、“轰炸记忆”演变与建构的思考

过去不再，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历史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永远处于“记忆”

与“遗忘”的互动、“彰显”与“遮蔽”的交替之中，特别是对于“重庆大轰炸”这样的创伤记忆，其演变

与建构的过程，不仅与国家民族立场相关，更与时代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一）建构“轰炸记忆”需要立足于时代的要求和人类的共同利益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本质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４２］５９。记忆与历

史虽然紧密相关，但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相对于历史的客观性而言，历史

记忆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往往呈现出两

种不同的取向，历史立足于客观的“过去”，而历史记忆则根据目前的理念、利益和需要，倾向于对
“过去”进行选择性的和有目的性的书写和构建，因此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超过７０年了。７０余年的风风雨雨，带走了许多东西，但也有许多东

西是不可能随岁月而消失的。７０年后，那场战争对于每个民族和每一个人而言，都各有其忘记的

部分和铭记的部分。

对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忘记了对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的无差别轰炸，记住了东京、大阪等

的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诚然，这些人类悲剧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也不

能忘记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日本，几乎人人知道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和东京大轰炸，并以受害者的名义举办各种各样

的纪念活动，然而却极少有人了解重庆大轰炸，更不了解日本对重庆的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

而盟军对东京、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更为甚者，在日本，一些人只强调自己

是受害者，却故意掩盖、抹煞自己加害其他国家人民的罪行；一些人只一味渲染广岛、长崎的原子惨

祸，却闭口不谈造成这种惨祸的原因。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

他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掩饰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立足民族国家利益

的记忆建构，但却是与人类共同利益相冲突的记忆建构，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记忆，严重威

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样，不仅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同时还将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

一代。而在欧洲，在战争中被盟军夷为平地的德累斯顿，其博物馆展览把大轰炸融入欧洲战争以及

战争的起因，与斯大林格勒、华沙、鹿特丹、考文垂等被纳粹空军炸毁的城市联系起来，在德累斯顿

烧得漆黑的铺路石后，是１９４０年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狂轰滥炸的鹿特丹的铺路石，再往后，是纳粹德

国空军轰炸的第一座城市波兰维隆的铺路石。告诉人们“来自德国、走向世界的战争恐怖现在回到

了我们的城市”②。这才是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类记忆。

应当指出的是，在对二战轰炸历史的反思和记忆构建中，对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被视作了与
“犹太大屠杀”的同类事件，得到记载与凸显，然而却对有关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前因后果缺乏深刻的

反思，以致于日本和西方各国不少民众根本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或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知

之甚少，进而把日本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重构重庆大轰炸记忆，铭记重庆大轰炸历史，必须立足于时

代和人类的需要，不是为了延续旧时的仇恨，而是为了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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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有关抗日战争记忆的研究成果，［美］科布尔 ．抗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的中国“新记忆”［Ｊ］．中国研究季刊，２００７年第４

期；［美］赖利：《牢记历史而非仇恨：中国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现代亚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德累斯顿老市场广场牌匾上的铭文。蒋思聪 ．英媒：德国和日本为何有完全不一样的战争反思［Ｊ］．世界博览，２０１５年第１２

期第２８页。



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二）正确认识历史，构建有价值和意义的轰炸记忆
差异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

导向性，也造成了各方特别是中日双方在轰炸记忆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由于战时日本一再宣称其轰炸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军事行为，由于战后东京审判中没有
追究重庆大轰炸的犯罪行为，这在相当程度上误导或模糊了人们对重庆大轰炸性质及罪行的认识。

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国际组织还是西方主流国家，无论是当时反法西斯国家的国家元首还是一般
平民百姓，对日军在中国在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非人道暴行均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日军无差
别轰炸的暴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声讨。从某种意义上讲，日军对重庆的轰
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战争行为，而只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动。首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直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没有与日本正式宣战。其次，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不是以军事占领为
目的，而是以制造威胁恐怖达成扩大侵略为目标。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和盟军对日本东京、大阪、广
岛、长崎等的轰炸，虽然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轰炸。日本对中
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的残暴的无差别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暴行，而盟军对东
京、大阪、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是正义的战争行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是
侵略者的自食其果，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仇恨，给无辜的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侵华日军对
重庆无差别轰炸的犯罪历史，其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不等于侵华日军在重庆犯
下的残暴罪行就能悄然抹去。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重构有价值和意义的记忆。

（三）加强轰炸历史的教育，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加强历史教育与传承，是重构“轰炸记忆”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

本，也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在重庆大轰炸记忆建构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日本，没有
一本历史教科书有“重庆大轰炸”的内容，各地的有关二战时期的博物馆中，几乎没有日本对外侵略
的史实，也几乎没有重庆大轰炸的内容①。在中国，除了重庆学者主编的中学教材《中国历史》和重
庆地方历史教材《重庆历史》外，全国的教科书也几乎没有涉及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笔者曾经连续

６年在所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进行过抽样调查，知道重庆大轰炸的学生不到被调查人数的８％（主
要是重庆籍的学生）。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曾经为国际国内
高度关注的重庆大轰炸的发生地，至今没有一座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念碑，也没有重庆大轰炸的纪
念馆或陈列馆，唯一一处单独的重庆大轰炸纪念设施，只是在１９４１年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地封闭的
洞口和外墙上刻有反映大轰炸的纪念浮雕，以及在狭小的展室里陈列的一些放大的照片，占地面积
还不足２０平方米。在德国议会大厦前广场上，有一个用二战时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后遗留下的炸弹
残片做成的雕塑，在每一片炸弹残片上都刻有曾遭轰炸的德国城市名称和被炸的时间，用这种方式
告诫人们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而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遭受了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我们都还
不是完全清楚。在无数遭受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地区，绝大多数城市没有保存下任何轰炸的遗
址遗迹来唤起人们的记忆。

轰炸曾经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轰炸也还在继续给人类社会制造痛苦，从某种意义上
讲，轰炸的灾难和痛苦是记载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纪念碑。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却不
能遗忘。重庆大轰炸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痛苦记忆，也应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对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制造的非人道的暴行，人类必须永远铭记并予以谴责。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
的非人道暴行的集体记忆变成民族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直至人类记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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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仅有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等极少数博物馆有反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中国等国家、地区狂轰滥炸，并使用毒气

及细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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